
中国青年研究 01/2021
105

Yan Jiu Zong Shu
研 究 综 述

 
“成为我自己”：青年农民工

阶层的时间观念初探
□ 李红艳　周晓璇

摘 要：时间是有社会等级的，不同社会类型中的社会时间概念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以

笔者在过去十余年（2007—2019）中所访谈的农民工案例资料为基础，借助乔

治·古尔维奇的农民阶层的时间等级概念，探寻作为双重身份（农民阶层-工

人阶层）的青年农民工阶层在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乃至于信息时间冲突中所呈

现出来的时间特征。特别是疫情期间，无法按期返回务工地点的青年农民工群

体，其时间特征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吻合在一起。最后探讨了农民工阶

层如何在新的时间意识中“成为我自己”。

关键词：农民工阶层；农业时间；信息时间；疫情时间

一、问题缘起

人类有自己的时间史，而时间也有自身的历史。

当下的时间观念，发端于12—13世纪，上帝时间给商

人时间让路，未来的观念以开放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

前。18世纪开始的进步观念开始嵌入人类历史，并开

始时间化的历史。“当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科学将对

新知识的追求纳入它的规划时，它们第一次提出了

时间需求，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即生命时间

（life-time）与世界时间之间的剪刀差的形成”［1］。个

人不再能依靠个人的生命时间来与世界时间对抗了。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贵族及其中产阶级世界的等

级开始摇摇欲坠，新技术，如电话、打字机、电影制

作技术、电视机、铁路、自行车等，将地理和社会空

间的门打开了，社会将无法抵御时间的侵袭了。进入

21世纪之后，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边界再度发生了

变化，“是时候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都已经在世界

的时间中找到了安身之所”［1］。

乔治·古尔维奇认为，时间是有社会等级的，不

同社会类型中的社会时间概念有很大的差异，他将微

观社会时间分为八种类型［即持久的时间（被缓慢的

长久持续的时间）、欺骗性的时间（时间隐藏了突发

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危机发生的现实性）、不规则时间

（由节奏的出现与消失之间的不规则的震荡所构成的

时间）、轮回的时间（过去、未来和现在相互投射的

时间）、迟滞的时间（一种被延迟的时间，其展开需

要很长的时间）、交替的时间（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的

实现在现在中处于竞争状态）、超前的时间（非持续

性、偶然性和质性的东西共同击败其对立面的时间）、

爆发性的时间（过去和现在消融在被超越未来的集体

性创造的时间中）］，属于农民阶级的时间等级为三

种社会时间：长久持续和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转

向其自身的迟滞性的时间以及轮回的时间。农民阶级

在时间的掌控中，是有一定的社会时间中的阶级意识

的，本土性的民间节日和地域性的季节性日程表就是

很好的例证，他们也同时会寻求对其他社会时间的各

种表征的控制，以实现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与

农民阶级不同，工人阶级的时间等级是 丰富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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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动 大的。工人阶级的时间意识通常采用的形式

是疲惫、期待或是希望，这一阶层的世界意识是高度

象征性的，不包含任何数量化［2］。

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份是一种交叉的或

者过渡性的身份，因此，其时间意识充满了混杂性

的特征。农民与工人，不同的身份属性，这种双重

身份使得他们的时间意识充满了停滞性的、轮回性

的属性，同时也是快捷的又充满了希冀的属性。这

两种交织的时间意识不仅在春节仪式和四季轮回的

感知中呈现出来，也在匆忙返乡的路途中、在被规

定好的工作时间的制约中呈现出来，充满希望又试

图充满延宕感。这种时间意识是青年农民工家庭在

城乡之间所能感受到的 深邃的社会时间。这种社

会时间以可逆性的形式，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循

环往复。

笔者选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青年农民工（35

岁以下）为主要调研对象，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

意义。农民工群体的务工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服务业。

因此，本文以青年农民工案例资料为基础，借助乔

治·古尔维奇的农民阶层的时间等级这一概念，探究

作为双重身份（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的农民工阶层

在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冲突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尤

其是在疫情期间，他们无法及时返回城市务工，青年

农民工阶层的时间冲突感体现得更为突出，由此探讨

他们如何在新的时间意识中“成为自己”。 

二、文献回顾

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生物时间、心理时间和时间

感受，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
与个人时间不同的是，每个人对社会时间（social 
time）的感受，是与他对生活节奏的感受联系在一起

的。而对生活节奏的感受又与两个因素相关，第一个

因素是个体对日常生活过程中的节奏的自我体验，而

个体的生活过程又与环境密切相关；第二个因素是

个体对集体活动过程节奏的体验，这种体验与个体

自我的社会活动是在社会适应中与集体保持同步而

获得的［  3］。

就农业时间研究而言，埃文思·普理查德认为努

尔人的时间概念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反映他们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生态时间，另一种则是反

映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结

构时间。这两类概念都表示事件的前后延续关系。这

些事件对社区来说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它们总

被人们所谈起，并在概念上相互联系。生态时间是周

期性的，而结构时间则是向前进行的［4］。

布迪厄通过对阿尔及利亚卡比特人的时间观的研

究，指出，卡比特农民的生活节奏遵照一种仪式性的

历法，这种历法完全是一种神话式的系统。农民的世

界观是通过这个历法系统塑造的。比如“与耕耘和播

种相对的是收获；与纺织、犁耕的季节性活动相对的

是烧陶。春天与秋天相对，夏天与冬天相对，以及湿

季和干季这一更大、更清晰的对立……”［5］这些对

立观念，界定了农业劳动和手工艺活动的历法，也决

定了农业社会的节奏。因此，卡比特的农民将自己看

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农业劳动本身便伴随着仪式性的

互动，“顺从自然和对于自然结构合拍的时间行程的

顺从是无法分离的”［6］。他们不会控制时间，只会消

磨时间，他们不担心时间的计划，忽视时钟，将其

称之为“恶魔的磨坊”，因此“时间是被内在地感觉

到，它正是生命的运转而不是限制性的界限。它无

法与活动的经验和活动发生的空间的经验分离。持

续的时间和空间是根据一项具体劳动的实施来加以

描述的”［7］。

研究中国农民时间的学者认为，农民时间的单位

是一种有节奏的单位，他们的日子也可以人格化，他

们对于时间的记忆具有人格化和情境性特征［8］。学

者将农民时间分为生理必要时间、社会必要时间、农

业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并将其分为有效时间和

无效时间。这种划分是从时间的功能性视角进行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已从服从原来人民公社

僵死的时间安排，转变到自主支配时间；从在土地上

混时间，转变到积极利用时间；从单纯只安排农业生

产时间，转变到安排具有多方面生产内容的时间；他

们的农业从业时间从占压倒优势，转变到非农产业从

业时间第一次超过农业从业时间；从单纯地耗费生产

物质资料的时间，转变到也耗费生产精神文明产品的

时间”［9］。王加华通过对江南乡村民众时间的研究，

指出农民时间以个体性时间体系为主，群体性时间体

系为辅，同时群体时间嵌入个人时间，从而构成一个

完整的社会时间体系。集体时间只有在满足个人时间

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展开［10］。随着社会变革，乡村社

会的时间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一种由“事件中

的时间”向“时间中的事件”的转变过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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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或者是从时间理论进行阐释，或者是从

农业社会的传统时间观进行案例分析与论证，对当代

中国社会变迁40年的农民工群体的时间研究者寥寥无

几。因此，本文从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交织中的青年

农民工群体的时间观念进行探讨，分析青年农民工的

时间观念及其变迁特征，以及这种变迁特征与其在城

乡两栖生活的关系。本文认为青年农民工时间观念呈

现为三个特征：一、换工作，时间要掌握在自己手

里；二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观；三是仪式化时

间中的可逆性特征。

三、青年农民工时间观念呈现特征

1．换工作，时间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随着工业化的普及，人们的休息劳动、休闲和社

会交往，都不是由人的有机体的冲动和需求的节奏来

决定，而是由技术（或者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

当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工业时间的

规范，而不是农业时间的散漫，当由机器节奏所设定

的时间与由农业生态节奏设置的时间之间发生冲突的

时候，他们会怎么办？

刚刚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虽然其身体进入了城

市社会的工业形态中，但是其时间观念，依然是依照

农业社会的常规来设定的。笔者所调查的青年农民

工，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物流运输、餐饮家政、美

容美发行业中，工业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并没

有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控制性。

我们农村人作息比较早，我们通常晚上七八点就

睡觉了，所以也没什么时间看电视。家中大部分的收

入是来源于丈夫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现在的

工作很轻松，在实验室里清洗试管，尽管生活不是大

富大贵，凑合过也还可以。（个案源自2017年在北京

的暑期调查）

案例中的主人公余某原来的工作距离租住的房子

比较远，回家就7点了，丈夫觉得没法像在乡村吃晚

饭的时候吃饭，也没法按时睡觉，就要求她换了工

作。换言之，案例中的主人公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

活，却依然要坚守农业时间，按照农业时间来休息，

但是上班的时间，却只能在按照城市生活的逻辑，即

工业时间的设定来实现。工业时间和农业时间在他们

的生活中呈现出混合的状态。农业时间试图对工业时

间的规则性形成“挑战”。

尽管这种挑战看起来是无奈的，但对于农民工而

言，却并非不现实的。职业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村

里种地一样，这个职业不能让他们满意，就换一个职

业来试试。“耕种时间”伴随着他们更换工作的时间。

农业意识在工业时间中被拓展了，而在他们使用新技

术的过程中，农业时间意识又在信息的时间中被渗透

进去了。

我是送外卖的，外卖时间总是有规定的，迟到了

要扣工资，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先说收到了。客户还

投诉……你说，就晚一会，干吗非要这样？（个案源

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因为无法接受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换工作成为农

民工应对工业时间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服务行业中

工作时间较长，但是并不是强制性的工作时间，因

此，在农民工看来，这种职业时间是“掌握”在自己

手里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他们看来，是与城市

社会对话的一种“资本”，失去了这种“资本”，城市

生活的“失控”意识便会以显性的形式凸显出来，让

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我不羡慕坐班的工作，太不自由了，时间都是人

家的，自己都没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保姆工作时间长，雇主（对我）很好，常常送我

衣服，还有吃的东西，还帮我亲戚介绍工作呢。（个

案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虽然服务行业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固定的时间，但

他们认为尽管工作时间长，却并不时刻固定在一个

位置或者时间点上受人管制，一定程度上，时间还

是“掌控”在自己手里，下班晚也没关系，因为下班

时间也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这种散漫的时间观

念，既是一种“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也是一种

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时间，二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

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时间既是迟滞性的、缓慢延续

的，也是充满了隔离的、被希望和失望分隔开来的。

一方面，作为农民，他们在农业时间的意识中期待着

未来时间；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业时间和信息时间的

浸淫下，延续着农业时间的生命力。他们依靠换工

作，实现掌控自我时间的目的。

2．变观念：时间就是金钱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家庭与工作场所是围绕着

农耕时间来展开的，工作场所和家庭场所很大程度上

是合并的，或者说是混合在一起的。进入工业社会

后，工作时空和家庭时空出现了地理空间和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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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从男性开始的［12］。家庭

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分离使得人们可以把家看作是“成

为我们自己”的地方［13］。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

的一些实践，比如日历、钥匙、服饰、外表、饮食、

金钱、谈话的方式、交谈的内容、阅读材料、习惯、

休假以及交往的人们及其这种交往的呈现物，如照片

和礼物等，成为边界线上的产物，也可以称之为边界

实践［14］。上述个案家庭的边界实践，也意味着一种

新的时间观念的凸显。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在雇佣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显

著。“因为工作时间不仅受到控制，而且要讨价还价。

那种关系中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时间”［15］。

劳动在这里被转化为中介，获取金钱的中介，时间则

成为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中介。学者以英国罢工史的研

究为例指出，工人首先对抗这种工业化的时间，认为

其破坏了自然节奏，随着时钟时间的确立和被广泛接

受，围绕时间的斗争取代了与时间的斗争，而罢工史

就是对时间控制的斗争。论争的中心是工作日、工作

周、工作年及其工作年限的长短、工作和休息时间的

步调、加班和下班时间、假期和带薪休假的时间。汤

普森指出：“在其雇主的教导下，第一代工厂工人懂

得了时间的重要性；在10小时运动中，第二代工人建

立了自己的短时委员会；而第三代工人则为加班费或

者相当于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而斗争，他们接受了

各种类型的雇主，并且学会了抵抗。他们成功地汲取

了教训：时间就是金钱”［16］。

某种程度上，“时间就是金钱”成为青年农民工

进入城市不断学习的一个“知识”。时间将他们原本

划定的缓慢、停滞的观念变革为劳动与非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成为职业时间的代名词，金钱支配着他们的

时间，无力摆脱这种主宰，他们只有慢慢妥协。

具体而言，起初，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完全为

生存导向所占据，时间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不够用”

这种说法，农业时间的意识仅仅只能是他们间歇下来

一瞬间的幻想，乡愁时间也只是短暂的“一念之间”。

我们每天早上6点出门，去超市工作，我做市场

推销，我男朋友做仓库保管员。6点下班后就去附

近的集市摆摊卖烧烤，12点半收摊回家。（个案源自

2017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案例中是一对95后的青年人，他们来自四川农

村，在小月河附近租了一间10平米的房子，房间中间

摆着一张床，左边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电脑，桌子

后面是冰箱，冰箱后面是水池，靠门口的墙上是橱

柜，右边是一个衣柜，衣柜后面是一张小桌子，小桌

子上面摆着电磁炉。浴室在小桌子旁边，墙皮脱落

了，有点破旧。因为每天下班就出去摆摊，晚饭通常

在半夜1点了，睡觉一般在1点半到2点之间。在他们

看来，个人时间、家庭的时间与职业的时间和空间不

仅是交织的，而且也是分离的。个人时间与家庭时间

只剩下吃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其余的都应该是

“职业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们想早点回老

家自己创业，要快点攒钱”。

对这对年轻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存，在生存的目

的导向中，其余的时间都可以被忽略。而这种被忽略

的时间意识恰恰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普遍的

时间困境，当他们的生活不再与四季变化相关联，而

仅仅是按照工业的预设进行生活的时候，生存是第一

选择。换言之，他们的工作时间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个

人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已经混合在一起。农业

时间的痕迹在他们的生活中“被隐藏”起来了，或者

仅仅是停留在意识中的一种短暂性奢望。疫情是突然

来的，他们春节正好没有回家，但是，也无法工作。

看着时间在流失，真的是很着急。

生存意味着不断工作，时间围绕着工作进行循

环，时间的循环中，个体成为这种循环时间的一种

“产品”，虽然这种“产品” 初的愿望是“成为自

己”， 终却成为新的职业时间的“副产品”。

3．借记忆：农业时间的痕迹 
列维·施特劳斯指出，仪式本身不仅可以将过去

与现在关联起来，克服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同

时仪式还可以克服历时性和共时性内部的可逆时间和

不可逆时间的对立。无论是纪念性的仪式还是悼念性

的仪式都假定，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过渡在两种意义上

都是可能的，举行仪式这一事实意味着将过去变成现

在。档案也是如此，消解了已经完成的过去和过去在

其中延存的现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17］。在城市长期

打工的农民工的返乡意识，既延续了城乡之间在空间

位置的沟壑，也以可逆性的时间仪式感短暂消解了城

乡之间在时间上的对立与冲突。时间作为仪式在城乡

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逐渐凸显，这种时间感觉成为农

民工群体的普遍感觉，也成为塑造农民工时间观念的

主导力量

我们家在北京30年了，我在北京出生。我父母刚

来北京的时候，骑着三轮车卖蔬菜水果，总要躲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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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提心吊胆的。后来我们家开了现在的水果店，才

算安定下来了，父母每天都忙忙叨叨的，一年365天

只有春节能歇6天，下午困的时候，我妈靠着门边就

睡了。吃饭的时候还得一边吃着嘴里的饭，一边给顾

客结账。我初中毕业后也在店里帮忙，一天中最忙的

时候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个案源自2018年在

北京的暑期调查）

对于李某一家而言，春节回老家，不但意味休息

的时间，更重要的意味着对忙碌生活的一种期盼。假

如没有春节这几天假期，李某觉得每天都在奔波中，

有点受不了。2020年春节，休息了。他们一家人回老

家了，但是一直没返回。换言之，虽然第一代农民工

在北京待了几十年的时间，时间的漫长并没有帮他们

重新建立与城市社会时间系统之间的“自然关系”，

他们认为，时间就是不停地工作，为了在春节的时候

可以返回家乡，回到短暂的“过去完成时”的状态

中，以一种“仪式化”的时间感知，奔波在城市与乡

村之间。布迪厄认为，农民时间中，动词只有两种时

态——完成过去时、未完成过去时，前者是过去的时

间，后者是现在将来时间，将来是相对于现在而存在

的，一切预测无用［18］。而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感知

中，完成过去时意味着城市的时间感知，而未完成的

过去时则意味着将来与现在的时间感知，分界线是在

春节这一富有仪式感的形式中实现的。

小吴，1995年生，可以称其为第三代农民工。他

14岁外出打工，父母在2001年来到北京打工，成立了

一个小公司。小吴学着做装修，每个月工资10000多
元，小吴的妹妹5岁，在北京上幼儿园，爷爷奶奶都

已经去世了。他们一家人在北京已经十几年了，但在

北京的春节，他们总觉得十分陌生。

（虽然爷爷奶奶去世了）我们一家每年还是会回

家过年，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回去，开车的话需要十几

个小时。回老家主要的目的是走亲戚，其余时间父母

都在家里休息。我是为了见同学朋友回老家。（个案

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三代（90后）农民

工，对于他们而言，城乡之间的返乡仪式（春节或者

其他节假日）的盼望，一定意义上是对农业时间的一

种怀念与向往，当工业时间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时，以回到乡村生活的方式（无论这种返回是假期还

是农忙时节）来寻找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可逆性时

间，在这种可逆性时间的感知中，我们与过去、现在

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感得以延续，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之间的对接才得以继承。对于农民工阶层而言，他们

在城市漂泊的职业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时间的疲惫感才

得以缓解。

即便是春节因为工作无法返乡的农民工家庭，在

心里时间上也延展了对于时间仪式性的感知。

张某夫妻都是保洁员，曾经有过四年没回家的记

录。“俺们工作忙。平时不忙，一到逢年过节有个啥

活动，就特别地忙”。2008年的7月、8月，是张某印

象中 忙的一次。奥运会期间，每天人来人往，夫妻

二人没少起早贪黑地扫大街，整整两个月，每天回到

家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来北京这6年中，有一半

的大年三十，夫妻二人都是在大街上扫鞭炮皮度过

的，而女儿则一个人在出租房里，用黑白电视看春

节联欢晚会。“时间都被占了，没办法”。2019年春

节，他们回家了，依然没有回来。这一次，回家，真

的是回去了。在微信里，张某说，这次在家时间

久了。

可逆性的仪式感知时间观念，成为他们自我救赎

的一种工具，尽管作为这种工具的时间观念，是被无

意识感知到的。城乡之间的往返，并不仅仅是空间上

感知的延伸，更是在心理时间和身体时间上个人时间

与社会时间之间碰撞融合的过程。2020年春节期间的

疫情，将他们滞留在了农村，外出务工的机会急速

减少。

刘某，1992年生人。因为没有办法返回城市务工，

只好在家乡附近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待

着。乡村时间他已经不适应了，但熟悉的城市时间，

却拒绝让他们进入其中。城市与乡村，隔着的不仅仅

是时间，更多的是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障碍。

四、结论与讨论

1．结论

本文通过从三个层面论述农民工作为阶层的时间

特征，得出初步结论：

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首先体现在混杂性

特征，即他们的工业时间是蕴含在农业时间的背景

中的，因而呈现出停滞性、迟缓性和期望与失望之

间的交织属性。外在于农业时间的工业时间则带着

冷冰冰的刻度，导引着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无可

奈何地疲于应付，却又不得已地逐渐投入到这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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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洪流中。

其次，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还体现在对

“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念的主动接受中。随着家庭

场所与工作场所被显著地分割开来，农民工群体发觉

工作时间如影相随，他们的家庭时间已经几乎被侵蚀

了，服务业的工作时间绵延为他们的全部日常时间，

时间至上便是生存至上，也是金钱至上。

后，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体现在一种过去、

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模糊分化中，也体现在城乡之间的

可逆性的时间特征中。当春节成为拉近农民工城乡时

间感知的仪式时，农民工阶层与农业时间的关系实

质上已经基本分离了。而疫情加深了这种分离。但

是在他们的记忆中，农业时间依然是一种活生生的

文化。

2．讨论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时间的认知与规

训， 终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时间经验。为了在城市社

会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农民工群体的时间观念必然需

要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观念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身心分割中的农民工阶层，是如何在工业时间的

规训中、在信息时间或者技术时间中，找到自身的？

在农业社会中，劳动是间断性的，对于每一个农

村的居民而言，总会有一些任务或者工作，吸引他的

注意力，激发他的能量，比如在农闲季节的活动等；

但是在现代工体体系中，机器体系导致了大量的失

业，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失业而来的社会的道德化、不

确定性和绝望的情绪。“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个体为

了 低的保障而劳动的权利称为一种社会需要。一种

高度复杂和机械化的社会的进化，使得它不可能依赖

关于消遣和事业的传统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再能

够提供生计和保障”［19］。

因此，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农民工，虽然身在工业

时间的流程中，时间意识却不断被迫返回到乡村社会

的农业时间中。他们的这种混杂性的时间观念，与其

身心的分割、身份的分割以及家庭的分离之间有着

直接的关联性。正如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农民阶

级的深层特征是与生态-地理-人都等要素直接关联，

其中自然的轮回性与持续性时间特别值得关注。“农

民现代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欺骗性时间的掩护下悄悄

进行的，欺骗性时间允许替代性时间以及不规则时间

介入其中”［20］。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业化时间意识的

培育，也是在一种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欺骗性时间

和不规则时间的意义上完成的。随着农民阶层时间等

级逐渐受到隐性和显性的侵蚀，原有的农民阶层开始

分化，新的阶层开始形成，农民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

接，也凸显出新的时间等级，农民工的时间等级便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来的。换言之，农民工的时间

等级混合了部分农民的时间等级、工人的时间等级，

以及其他阶层的时间等级特征，城乡之间的游荡使得

他们的时间呈现出不规则性、停滞性、轮回性以及被

延缓的长久持续的时间、在进步与滞后之间的激烈冲

突的时间特征。

随着新的技术所带来的信息多元化的冲击，信息

的时间性对农民工阶层的时间属性也产生了冲击。研

究指出，信息的时间性体现在各种延展的可能性上，

比如电报确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间可能性［21］。

现代信息发生的时间性特征，通常是在时间序列和时

空交错中界定的［22］。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呈现出仪式

性、压缩性、断裂性和永恒性［23］。信息的时间性既

加剧了对农民工时间的阶层性，也促进了农民工阶层

时间与其他阶层时间的融合性。

在这种混合时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农民工群体

逐渐突显出一种意识，即“成为我自己”。他们试图

在时间意识的冲突中，伸展出自己的力量，并借由这

种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属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时间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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